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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的耦合作用关系，可为协调二者间冲突，实现耕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有

益参考。该研究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构建耕地利用显性与隐性转型相互作用理论框架，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

模型、协调影响力模型等方法，揭示 2000—2020年中国 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水平及

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间，

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东北部与东部传统农业省份的显性转型水平普遍较高，而东南沿海经济

发达省份以及南部、西部省份的显性转型水平普遍较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东部沿海与西部内

陆省份拥有较高的隐性转型水平，并对周边省份产生辐射带动。2）研究期内，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

协调度持续上升，呈现出失调阶段省份减少、协调阶段省份增加的变化趋势，并形成“东部领先、西部追赶、中部落后”
的空间格局。宁夏等 9个省级行政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由隐性转型滞后型转变为显性转型滞后型，而新疆由显性转型滞后

型转变为隐性转型滞后型。北部省份以隐性转型滞后型为主，而南部省份则以显性转型滞后型为主。3）人均耕地面积、

平均斑块面积、地均机械总动力、耕地灌溉比例、地均第一产业产值等指标对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性

产生阻碍作用，而土地垦殖率、斑块密度、边缘密度、耕地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地均化肥用量、地均农药用量、地均

塑料薄膜用量、地均粮食产量等指标则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应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耕地保护与利用对策，

以实现区域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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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耕地作为农业系统中的关键生产要素，在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任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现阶段，在中国社

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城乡、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变

化，耕地利用形态正经历深刻的转型态势[2-3]。其中，以

耕地数量结构与空间形态转变为代表的显性形态转型主

要反映了耕地地理环境属性的变化[4]，以耕地经营方式

与投入产出转变为代表的隐性形态转型主要反映了耕地

人类活动属性的变化[5]。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

之间相互作用助推了耕地利用转型的实现，体现了耕地

利用系统的演变，以及人地关系变迁[6-7]。然而，中国社

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耕地利用显性与隐性转型并非完全协

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例如，耕地产出效益

低下引发耕地撂荒问题[8-9]；城镇建设用地无序扩张致使

耕地面积减少、细碎化程度加剧，并导致耕地投入产出

结构恶化、降低耕地利用效率[10-11]。耕地利用显性形态

与隐性形态转型之间的冲突，极易诱发耕地利用系统的

紊乱与退化，从而为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实现带来严重威

胁。因此，系统解析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

协调互动特征，分析其影响因素，对实现耕地可持续利

用转型，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起源于 GRAINGER[12] 对欧洲

森林变化的研究，是指在经济社会变革的驱动下，一定

时期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相对应的区域土地利

用形态的转变[6,13]。随后，龙花楼[6] 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

念引入中国，成为土地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特点对土地利用转型展开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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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4]，并逐渐聚焦到对特定土地利用类型转型的研究[15]。

其中，耕地作为乡村地区最主要的、可变性最强的土地

利用类型之一，包含复杂的自然、社会、经济与资产属

性，与农业生产、农户生计等息息相关。因此，耕地利

用转型成为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热点话题[16-17]。目前，

学者围绕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演变[2,18-19]、驱动机制[20-22]、

影响效应[23] 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同时，已有

研究也关注到了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之间的作

用关系。例如，耕地要素投入与产出收益的变动会显著

影响耕地向其他农用地类型转移的数量，并改变耕地的

空间集聚水平[8-9,21]。而耕地数量结构和空间形态的转变

会引发耕地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动，并影响耕地的多功能

表现[24-25]。然而，现有研究针对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

性转型之间的耦合互动关系缺乏深入考察，从而限制了

对耕地利用转型的系统认知。虽然有极少数学者探讨了

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但也仅局限于西北农作制区、

云南贫困山区等特定区域[26-27]。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等

科学问题仍未得到有效回应。

鉴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首先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

论的视角，构建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关系

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基于 2000—2020年中国 31个省

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中国耕地

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水平。再次，借助耦合协调度

模型量化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揭示其时空演变

特征。最后，利用协调影响力模型衡量各评价指标对整

体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程度，分析推进或阻碍两者耦合协

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期为耕地利用转型研究提供一个

新的视角，深化耕地利用转型理论，并为制定区域耕地

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政策提供有益思路。 

1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耕地利用显性转

型与隐性转型耦合作用机理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由吴传钧[28] 于 1991年提出，

成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理论，被广泛用于解析地域功能

形成的动力过程、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28-29]。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是内部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机制，由地理环境

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等方式

相互联系和交织构成的巨大、开放的复杂系统，该系统

强调人与地在特定地域中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其中“人”
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主动认识、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

而“地”是人类生存的空间载体与物质基础，制约人类

活动的速度、深度和广度[29-31]。

耕地利用转型是指在经济社会变化革新的驱动下，

一定时期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相对应的区域耕

地利用形态的转变，包括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和隐性转型

两个方面。其中，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强调数量结构、空

间形态等显性形态的变化，主要反映耕地的地理环境属

性转变；而隐性转型则关注耕地投入、产出、经营方式

与功能等隐性形态的变化，主要反映耕地的人类活动属

性转变[2,17-18]。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以有力支持耕地

利用转型研究的理论化。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耕地利用活动是耕地地理环境子系统与人类活动子系统

交互作用的集中表现。而耕地利用转型则反映了耕地利

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相互联系、耦合作用的过程，体

现了耕地利用系统中人地关系的变迁[28]。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之间的耦合作用关系

如图 1所示。具体而言，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为隐性转型

提供物质基础与空间支持，在极大程度上决定隐性转型

的方向与程度。在耕地利用显性转型过程中，耕地数量

结构与空间形态的转变会导致耕地要素投入、经营方式

及物质产出改变。例如，当耕地细碎化程度加剧时，大

型农业机械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将受到限制，造

成耕地资源的低效利用与闲置浪费，抑制农业生产效率

的提升[32-34]。相反，耕地细碎化程度的改善，会促使农

业投入产出结构的优化、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以及

耕地多功能的提高[35-36]。耕地利用隐性转型的程度会对

显性转型产生反馈与影响。例如，耕地农业生产效率与

经济产出能力下降会引发耕地撂荒，并促使耕地向其他

土地利用转变，改变耕地的数量结构[8-9,21]，同时还会驱

使政府与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耕地整治，改善耕地空间形

态[37-38]。此外，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广泛采纳助推了耕地

经营方式的转型，并促使农业经营主体转入耕地，提高

耕地空间聚集水平以实现规模化经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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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作用机理

Fig.1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transition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的内涵以及两者

耦合作用机理，参考已有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构建了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指标体系（表 1）。耕地

利用显性转型主要反映耕地可外化表现的利用类型结构

的转变，本研究从数量结构、空间形态两个方面进行刻

画。其中，数量结构代表了耕地数量的充足程度，直接

影响到农业投入与产出，具体采用人均耕地面积与土地

垦殖率 2个指标表征[19,23]。人均耕地面积与土地垦殖率

越大，表明耕地数量越充足，耕地承载人口压力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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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的经营规模化与专业化趋势更加明显[20]，与耕地利

用显性转型呈正相关。空间形态主要体现耕地斑块的形

状、大小、空间布局等景观格局的变化，反映耕地的空

间集聚程度，影响耕地的投入产出结构以及经营方式，

具体采用斑块密度、边缘密度、平均斑块面积以及耕地

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等 4个指标表征[18,40]。斑块密度与

边缘密度越大，耕地的景观细碎化程度越高，与耕地利

用显性转型呈负相关；平均斑块面积与耕地斑块占景观

面积比例越大，耕地的空间集聚水平越高，与耕地利用

显性转型呈正相关。
 
 

表 1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transition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
目标层

Target layer
准则层

Criteria layer
指标层

Indicator layer
代码
Code

单位
Unit

计算式
Computational formula

属性
Property

权重
Weight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transition

数量结构
人均耕地面积 PLA hm2·10−4 人 总耕地面积/总人口 + 0.201
土地垦殖率 LRR % (总耕地面积/总土地面积)×100% + 0.128

空间形态

斑块密度 PD 个·100 hm−2 耕地斑块数/斑块总面积 - 0.038
边缘密度 ED km·km−2 耕地边缘总长度/总景观面积 - 0.083

平均斑块面积 MPA hm2 总耕地斑块面积/耕地斑块数 + 0.440
耕地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 PL % (总耕地斑块面积/总景观面积)×100% + 0.110

耕地利用隐性转型
Cultivated land use recessive transition

投入

地均化肥用量 FI t·hm−2 总化肥用量/总耕地面积 - 0.065
地均农药用量 PEI t·hm−2 总农药用量/总耕地面积 - 0.047

地均塑料薄膜用量 PLI t·hm−2 总塑料薄膜用量/总耕地面积 - 0.026

经营方式
地均机械总动力 MP kW·hm−2 农业机械总动力/总耕地面积 + 0.195
耕地灌溉比例 PI % (耕地灌溉总面积/总耕地面积)×100% + 0.222

产出
地均第一产业产值 FIV 万元·hm−2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耕地面积 + 0.369
地均粮食产量 GA t·hm−2 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 + 0.076

 

耕地利用隐性转型主要反映依附于显性形态且无法

外化表现的隐性形态转变，本研究从投入、经营方式、

产出 3个方面进行刻画。其中，投入既代表了人类对耕

地的干预强度，又从侧面反映了耕地的生态健康水平，

其随着耕地数量结构与空间形态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具

体采用地均化肥用量、地均农药用量、地均塑料薄膜用

量等 3个指标表征[18,22]。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用量越

高，耕地利用强度越大，耕地面临的生态风险越高，从

而阻碍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的提高。经营方式代表人

类对耕地的生产利用方式，与区域耕地的空间形态密切

相关，具体采用地均机械总动力、耕地灌溉比例 2个指

标表征[19,23]。较高的机械总动力与灌溉比例反映了较高

水平的耕地生产利用方式，对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产

生正向影响。产出体现了耕地生产利用过程中所生产的

产品数量，受到耕地数量结构与空间形态的影响，具体

采用地均第一产业产值、地均粮食产量 2个指标表征[19,22]。

第一产业产值与粮食产量越高，耕地的生产功能越强，

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也就越高。 

2.2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指数计算

首先，本研究通过极差标准化的方式对各指标数据

进行处理，实现指标间的量纲统一，具体计算式如下：

yi j =
(
xi j− x jmin

)/ (
x jmax− x jmin

)
（1）

yi j =
(
x jmax− xi j

)/ (
x jmax− x jmin

)
（2）

式中 yij 表示样本 i 的指标 j 的标准化值，式（1）和式（2）
分别表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极差标准化过程。xij 表

示样本 i 的指标 j 的具体数值，xjmin 表示各样本中指标 j
的最小值，xjmax 表示各样本中指标 j 的最大值。

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需要进一步计

算各个指标的权重。指标赋权的方法分为主观与客观赋

权两种方法，以层次分析法为代表的主观赋权法在确定

指标权重时往往依赖于打分人的经验与直觉，存在较强

的主观性偏差，从而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因此，参考相关研究[18,23]，本研究采用了客观赋权法中

常用的熵值法，通过量化指标的不确定性与各指标间的

相关性，计算各指标的熵值，进而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熵值法可以有效避免主观性因素的干扰与多指标的信息

重叠，具有较高的适用性，同时保证了评价的精确性与

可靠性。熵值法的具体计算式如下：

Pi j = yi j

/ n∑
i=1

yi j （3）

E j = −(lnn)−1
n∑

i=1

Pi j ln Pi j （4）

H j = 1−E j （5）

W j = H j

/ n∑
i=1

H j （6）

式中 Pij 表示 yij 的占比。Ej 表示指标 j 的信息熵，如果

Pij = 0，则定义 ln Pij = 0。Hj 为指标 j 的差异系数。Wj 为

指标 j 的权重。在对各个指标权重计算完成后（表 1），
最后通过式（7）计算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指数。

Ri =

n∑
j=1

yi jW j （7）

式中 Ri 代表样本 i 的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或隐性转型指数，

其取值范围为 [0,1]。Ri 越接近 1说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或隐性转型程度越高。在此，分别将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或隐性转型指数表示为 RDi 与 RRi。 

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指的是两个及以上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的现象。

通过耦合度模型计算得到的耦合度能实现不同系统间相

互作用关系的量化。然而，耦合度仅能反映系统间的相

互作用，而无法表达系统间的协同作用。在耦合度模型

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有效克服耦合

　 280 农业工程学报（http://www.tcsae.org） 2025 年



度模型的上述缺点。因此，本研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通过计算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指数的耦合协调

度实现对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交互关系的量化。

耦合协调度模型具体如下：

Ci = 2

√
RDi ·RRi

(RDi+RRi)2 （8）

Ti = αRDi+βRRi （9）

CCDi =
√

Ci ·Ti （10）

式中 Ci 代表样本 i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之间的

耦合度，Ti 代表样本 i 耕地利用转型的综合发展指数，α
和 β 分别表示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对耕地利用

转型的贡献程度，且 α + β = 1，本研究将耕地利用显性

转型与隐性转型对耕地利用转型的贡献程度视为相同，

即 α = β = 0.5。CCDi 表示样本 i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

性转型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其取值范围为 [0,1]。CCDi

越接近 1说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之间耦合协

调水平越高。参考相关文献[41]，本研究将耕地利用显性

转型与隐性转型之间的耦合协同程度划分为 10个阶段，

即极度失调 (0,0.10]、严重失调 (0.10,0.20]、中度失调

(0.20,0.30]、轻微失调 (0.30,0.40]、濒临失调 (0.40,0.50]、
勉强协调 (0.50,0.60]、初级协调 (0.60,0.70]、中级协调

(0.70,0.80]、良好协调 (0.80,0.90]、优质协调 (0.90,1.00]。 

2.4　协调影响力模型

参考相关研究[42-43]，本研究拟借助协调影响力模型

识别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各指标对总体耦合协

调发展的作用方向与程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从而识别

出不同时空维度下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

调关系的关键影响因素。协调影响力计算式如下：

CI j =W j(CCDk −CCDi) （11）

式中 CIj 代表指标 j 对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

协调的影响，数值越大代表影响程度越高，数值为正代

表存在推动作用，反之则代表存在阻滞作用。CCDk 表示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指数与隐性转型各指标标准化值之间

的耦合协调度或隐性转型指数与显性转型各指标标准化

值之间的耦合协调度。 

2.5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

数据两个部分。其中，2000—2020年（间隔为 5 a）土

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的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

测数据集（CNLUCC），空间分辨率为 30 m，使用

ArcMap10.8与 Fragstats3.3软件计算得到斑块密度、边

缘密度、平均斑块面积和耕地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等 4
个耕地空间形态指标。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31个省级行政区统计年

鉴与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资料，包含土地总面积、耕

地面积、总人口、化肥用量、农药用量、塑料薄膜用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灌溉面积、第一产业产值和粮食

产量等统计指标，通过 Excel2024对各原始统计指标进

行预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2000—2020 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时

空演变格局

2000—2020年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指数总体

呈现下降趋势（图 2），从 2000年的 0.299下降至 2020
年的 0.276，下降了 7.67%。该时期内，中国城镇化水平

快速发展，建设用地呈现出持续扩张态势，导致部分耕

地被占用，耕地景观破碎度加剧。值得注意的是，2005—
2010年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指数出现短暂上升。

这体现出该时期的耕地保护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5年，原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开展补充耕地数量质

量实行按等级折算基础工作的通知》，对耕地占补平衡

政策进行了完善；2006 年，“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约束性指标，国家土地督察制

度被建立；2009年，国家逐步完善建立起土地执法监管

长效机制，并建立了全国土地利用监管“一张图”。上

述一系列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措施实施，使耕地显性形

态恶化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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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指数

Fig.2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transition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 index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2000—2020年间，中国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总体

呈现出上升趋势，从 2000年的 0.279上升为 2020年的

0.445，上升了 59.50%，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总体耕地利用

隐性形态有较大改善，其变化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 2000—2010年间的缓慢上升阶段。该阶段内，中国

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农业灌溉等基础设施

日益改善，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农业产值与粮食

产量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农药、化肥的施用强度也

明显增加。因此，在有利与不利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

耕地利用隐性形态总体虽有所改善，但进展相对缓慢。

二是 2010—2020年间的快速上升阶段。该阶段内，农药

化肥的过量使用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维护良好的农业生

态环境成为国家农业发展领域的关键任务。2013年，原

农业部颁布《小麦、玉米、水稻三大粮食作物区域大配

方与施肥建议》，自 2015年开始，中国启动化肥农药“双

减”行动，力争到 2020年实现化肥、农业零增长。因此，

在一系列相关政策作用下，化肥、农药施用量得到有效

控制，耕地利用隐性形态中不利因素影响得到减弱，该

时期内的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快速上升。

2000—2020年间，中国大部分省份耕地利用显性转

型指数在研究期内呈现下降趋势（图 3）。具体而言，

2000—2005年间，绝大部分省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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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降低，其中，上海、天津、北京 3个直辖市下降幅

度最大，分别为 41.46%、 32.96%、 23.31%。相较于

2005年，大部分省份的显性转型指数在 2010年有所回

升。但在 2010年以后，除内蒙古、新疆、辽宁、吉林、

黑龙江外，其余 26个省份的显性转型指数持续下滑，这

表明绝大多数省份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可能无法有效

控制建设用地扩张规模与开发强度，导致耕地显性形态

持续恶化。从空间格局上来看，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指数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空间分布特征，高值区主要

分布在东北部与东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东、

河南、江苏等省份。这些省份大多属于传统农业省份，

拥有较多的耕地面积。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南

部与西部地区。具体而言，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

海省份属于经济社会条件驱动下的低水平转型，由于快

速城镇化伴随着建设用地的大规模扩张，致使大部分耕

地被侵占，耕地景观破碎度加剧。而湖南、贵州、青海、

西藏等南部与西部省份受地形条件影响，耕地自然破碎

度较高，属于自然条件驱动下的低水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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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时空格局

Fig.3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transi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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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20年间，中国 31个省级行政区耕地利用

隐性转型指数在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研究期内中

国耕地生产要素投入与功能特征在逐渐优化（图 4）。
其中，海南、福建、广东 3个省份的隐性转型指数增长

幅度最高，分别为 142.98%、142.90%、109.56%，且在

2015—2020年间表现出最快的增长速度，这可能得益于

该时期内 3个省份的农业转型升级，通过特色农业发展，

带动农业产业值提效增值，实现耕地产出功能的优化。

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呈现“东西强，

中间弱”的显著特征。东部沿海省份拥有较为先进的农

业生产技术与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而西部内陆地区由

于其较强的生态保护力度导致其农药、化肥、塑料薄膜

使用水平较低。因此，两个地区处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

的高水平梯队，并逐渐辐射带动中部省份隐性转型水平

的提高。而中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由于农业种植结构相

对单一，粮食作物种植比例较高，地均农业产值较低，

从而导致两个地区大部分省份隐性转型程度较为落后。 

3.2　2000—2020 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

合协调时空演变格局

图 5显示，时间维度上，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

隐性转型耦合协调状态始终处于勉强协调阶段，但耦合

协调度由 0.518增加到 0.572，正逐步向初级协调阶段推

进，表明研究期内中国耕地可持续利用转型取得明显进

展。绝大多数省份耦合协调度在 21年间得到提升，整体

呈现出失调阶段省份减少、协调阶段省份增加即“优盛

劣衰”的变化趋势。其中，海南、贵州、福建 3个省份

的耦合协调度增加幅度最大，分别为 24.94%、22.19%、

21.61%。而上海、天津、北京的耦合协调度出现下滑趋

势，下降幅度分别为 13.12%、9.06%、1.38%。其中，上

海和天津由中级协调衰退为初级协调，北京始终处于勉

强协调阶段，这表明 3个地区的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

性转型之间的表现出较强的权衡状态，这可能与其耕地

利用显性转型水平的持续恶化有关。空间维度上，中国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领

先、西部追赶、中部落后”的空间演变格局，空间分布

差异逐渐趋于均衡。耦合协调度高值省份主要分布在东

部地区，包括山东、江苏、河北等，这些省份得益于自

身较好的显性形态本底条件以及隐性转型水平的稳步提

升。耦合协调低值省份主要分布在中部与南部地区，得

益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水平的稳步提高，中部与南部大

部分省份在研究期内逐步摆脱失调阶段，进入协调阶段。

但甘肃、陕西、山西、贵州 4个省份由于耕地利用显性

转型与隐性转型均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其耦合协调度至

2020年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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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时空格局

Fig.5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transition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根据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指数的相对大小，

本研究进一步将 31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 10种耦合协调

类型（图 6）：轻微失调-隐性转型滞后型（I-I）、濒临

失调-隐性转型滞后型（I-II）、勉强协调-隐性转型滞后

型（I-III）、初级协调-隐性转型滞后型（I-IV）、中级

协调-隐性转型滞后型（I-V）、轻微失调-显性转型滞后

型（II-I）、濒临失调-显性转型滞后型（II-II）、勉强协

调-显性转型滞后型（II-III）、初级协调-显性转型滞后

型（II-IV）、中级协调-显性转型滞后型（II-V）。2000—

2020年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

类型变化显著，宁夏、山西、河北等 9个省份的耦合协

调类型由隐性转型滞后型向显性转型滞后型转变。而新

疆由于自身耕地规模迅速扩张、空间集聚度加大，耕地

利用显性转型水平持续提高，成为研究期内唯一一个由

显性转型滞后型转变为隐性转型滞后型的省份。从空间

分布上来看，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

调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布差异。北部省份以隐性转

型滞后型为主，而南部省份则以显性转型滞后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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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种滞后类型包括轻微失调-隐性转型滞后型（I-I）、濒临失调-隐性转型滞后型（I-II）、勉强协调-隐性转型滞后型（I-III）、初级协调-隐性转型滞后

型（I-IV）、中级协调-隐性转型滞后型（I-V）、轻微失调-显性转型滞后型（II-I）、濒临失调-显性转型滞后型（II-II）、勉强协调-显性转型滞后型（II-
III）、初级协调-显性转型滞后型（II-IV）、中级协调-显性转型滞后型（II-V）。
Note: The ten lag types include mild imbalance-recessive transition lag (I-I), almost imbalance-recessive transition lag (I-II), almost coordination-recessive transition lag
(I-III), primary coordination-recessive transition lag (I-IV),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recessive transition lag (I-V), mild imbalance-dominant transition lag (II-I), almost
imbalance-dominant  transition  lag  (II-II),  almost  coordination-dominant  transition  lag  (II-III),  primary  coordination-dominant  transition  lag  (II-IV),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dominant transition lag (II-V).

图 6　200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类型时空格局

Fig.6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transition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3.3　2000—2020 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

合协调影响因素分析

借助协调影响力模型，本研究计算了耕地利用显性

转型与隐性转型各测度指标对整体耦合协调度的作用方

向与大小影响程度（图 7、图 8），以分析耦合协调度的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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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Coordination influence of cultivated land use recessive
transition indicator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各指标协调影响力来看（图 7），
2000—2020年间，人均耕地面积与平均斑块面积 2个指

标的协调影响力在大部分省份均表现为负值且绝对值总

体呈现增加趋势，表明两者对大部分省份耕地利用显性

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性起负向阻滞作用，且作用强

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相较于人均耕地面积，平均

斑块面积发挥负向阻滞作用的省份数量更多且强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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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平均斑块面积是阻碍研究期内绝大多数省份耕地利

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程度提高的主要因素。

此外，土地垦殖率、斑块密度、边缘密度、耕地斑块占

景观面积比例 4个指标的协调影响力在大部分省份表现

为正值，对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性产

生正向推动作用。相较而言，斑块密度在大部分省份表

现出的正向推动作用相对较弱。研究还发现，耕地利用

显性转型各指标的协调影响力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较大

差异。福建、湖北、湖南、贵州、西藏等省份受多处于

山地丘陵地区，地形起伏较大、耕地自然破碎度较高，

导致其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性受平均

斑块面积的负向阻碍作用较大。而北京、天津、上海、

江苏、山东等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人口众多，在城

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多数耕地被占用，致使人均耕地面

积成为上述省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综合耦合

协调性的主要限制因素。

此外，相较于其他省份，西藏、青海、新疆等省份

协调影响力为负的显性转型指标数量较多，其耕地利用

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综合耦合协调性呈现出显性形态多

因素限制的特点。

从耕地利用隐性转型各指标协调影响力来看（图 8），
研究期内，地均机械总动力、耕地灌溉比例、地均第一

产业产值 3个指标是中国大部分省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与隐性转型综合耦合协调性的主要限制因素。其中，地

均第一产业产值对综合耦合协调性的阻滞作用最为显著，

但其在时间上呈现逐渐弱化的趋势。2000—2020年间，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地均机械总动力对综合耦

合协调性的负向阻滞作用在多数省份转为正向推动作用，

但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份仍呈现出较强的负向阻

滞作用。而耕地灌溉比例的负向阻滞作用在南部、东北

部以及西北部地区逐渐凸显。相较而言，地均化肥用量、

地均农药用量、地均塑料薄膜用量、地均粮食产量等 4
个指标在大部分省份中多表现出对综合耦合协调性的正

向推动作用。此外，隐性转型各指标的协调影响力同样

也表现出明显的省域差异。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宁

夏、甘肃等省份的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综合耦

合协调性呈现出隐性形态多因素限制的特点，但受地均

第一产业产值的负向阻碍作用更为明显。而北京、天津、

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东部区域综合耦合协调性受

到的限制因素相对单一，主要为地均第一产业产值。 

4　讨　论

由于国际贸易波动、极端气候频发等不确定性事件

加剧，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引发高度关注，耕地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之间的冲突能

够诱发耕地利用系统的紊乱与退化，为耕地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实现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与隐性转型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是新时代推动中国耕

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转型，落实“藏粮于地”与农业现

代化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现阶段，虽然有少数学者针

对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展

开了初步探索[26-27]，但对中国省域间显性转型与隐性转

型耦合协调关系缺乏关注，其影响因素尚不明确。鉴于

此，本研究在“格局—过程—机理”的地理学研究范式

下，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构建了耕地利用显性

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作用机理，揭示了中国 31个省级行

政区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间耦合协调关系的时

空演变规律，剖析了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因素，拓展了

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研究视角，为中国耕地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的空间优化调控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科学依据。

研究发现，2000—2020年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

型指数总体呈现下滑态势。陈万旭等[44] 和 ZHAO等[45]

基于高精度土地利用数据集解析中国县域耕地景观细碎

化水平时，发现中国县域耕地景观细碎化程度在近几十

年间不断加剧，这为本研究结果提供了有力互证。本研

究还发现中国耕地利用隐性转型指数在研究期内总体展

现出显著上升趋势，这与以往基于区域[46] 与全国[47] 尺

度的相关研究结果高度契合。为促进中国耕地利用显性

转型与隐性转型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完善耕地保护

与利用政策体系，强化耕地利用转型优化的制度保障。

具体而言，应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重点完善耕地占

补平衡政策，坚持“以补定占”的原则，强化以数量为

基础、产能为核心、质量为标准的占补机制，尤其关注

耕地占补平衡过程中的耕地细碎化风险，将耕地的连片

度作为占补平衡的重要标准，在遏制耕地“占多补少”
“占优补劣”问题的同时，更要谨防“占整补散”的问

题。同时，强化耕地经营利用相关政策引导与监管，加

强耕地可持续利用技术体系的宣传与培训，出台相关奖

励与补贴政策，降低农业经营主体采纳耕地可持续生产

技术成本。同时加强对耕地利用过程的监管约束，对破

坏耕地的农业生产行为给予适当惩戒，防止因不合理耕

地利用行为导致的耕地质量恶化问题。逐步探索形成“多

规合一”下的耕地保护与利用政策体系，以全方位、立

体化的制度保障推动耕地利用可持续转型。

本研究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程度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研究

期内两类转型的协同状态在不断加强，但总体水平不高

且区域差异化特征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耕地利

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的协调发展，逐步化解地区间发

展不平衡问题。重视耕地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间的要素

互动关系，谨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做法，

将改善耕地空间形态作为优化耕地要素投入的必要条件，

在化解耕地细碎化问题、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下，

稳步提升耕地机械化水平，推动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

品的减量增效行动，提高农业资源的有效集约利用。基

于区域耕地显性形态特点，因地制宜创新农业生产模式、

技术和体制机制，稳步实现耕地产能提升。通过加强地

区间耕地保护与利用相关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与交

流，充分发挥先进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持续缩小区域

差距。

耦合协调力模型结果表明，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

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的关键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时空

异质性特征。因此，应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区域差

异化耕地保护与利用对策。对于黑龙江、吉林、辽宁等

东北部地区省份，加强黑土地保护，持续推进盐碱地治

第 15 期 牛文浩等：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285 　



理，提升有效耕作面积。重视耕地流转市场建设，鼓励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

耕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以贷款补贴政策扶持农机专业合作社，探索建立

区域性农机共享服务平台，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广应

用提升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推广耐密植玉米等高

产优质作物品种，提升耕地产出。推进田间基础设施的

配套升级，完善田间道路建设以确保农业机械通达性，

加强节水灌溉设施建设以提升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对于

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应严格划定“三区三线”，加强建设用地规划管控，坚

决防止建设用地“摊大饼”式的无序扩张而占用耕地，

注重城镇化发展中“质”的提升而非“量”的拓展，探

索高质量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探索三产融合有效途径，

发展“农业+文旅”复合业态，通过打造田园综合体、乡

村旅游景区、研学基地等方式带动农业产业链增值。对

于甘肃、宁夏、陕西、新疆等西部地区，在高标准农田

建设过程中，重视产权调整、耕地流转与农田整治工程

的有机结合，合理推进“小田并大田”，化解耕地细碎

化问题，提升耕地集中连片度。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品

牌建设，打造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持续推进“一村一

品”特色农业矩阵建设，通过网络电商等方式拓宽销售

渠道，以品牌化、标准化、特色化、市场化建设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对于福建、湖北、湖南、贵州等南部山地

丘陵省份，应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宽幅梯田建设，改善

耕地自然破碎度。依托梯田发展“稻-虾”、“稻-蟹”、
“稻-鱼-鸭”等种养循环模式，提高单位耕地产值。加

强山地智能农机等创新农业技术装备的研发与应用，提

升山地丘陵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智能化水平。

然而，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在后续研究中仍需

进一步深化。一是本研究仅从省域尺度对耕地利用显性

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关系展开探讨，未来可将研究

尺度进一步细化至市、县尺度，通过探讨比较不同空间

尺度下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关系，能

够更深层次地揭示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趋势、区域

差异以及驱动机制，为不同行政单元下实施耕地保护、

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战略提供政策借鉴。二是本研究

仅从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内部指标要素视角探

讨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因素，未来将进一步拓宽耦

合协调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运用空间计量等方法揭示

各外部要素对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直接、间接以及空间

溢出影响效应，实现对二者耦合协调关系驱动机制的全

方位解析。 

5　结　论

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本研究构建了耕地利用

显性与隐性转型相互作用理论框架，基于耕地利用转型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 2000—2020年中国 31个省级行

政区（不含港澳台）耕地利用显性转型、隐性转型及两

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量化了各评价

指标对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的作用方向与程度。

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水平在 2000—2005年间

大幅度降低，在 2005—2010年间有所回升，但研究期内

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东北部与东部传统农业省份的显性

转型水平普遍较高，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以及南部、

西部山地丘陵地区省份的显性转型水平普遍较低。耕地

利用隐性转型水平在 2000—2010年间呈现缓慢上升趋势，

在 2010—2020年间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东部沿海与西部

内陆省份拥有较高的隐性转型水平，并逐渐辐射带动周

边省份隐性转型水平的提高。

2）2000—2020年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型与隐性转

型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整体呈现出失调阶段省份减少、

协调阶段省份增加的变化趋势，并形成“东部领先、西

部追赶、中部落后”的空间格局。中国耕地利用显性转

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类型变化显著，宁夏等 9个省级

行政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由隐性转型滞后型向显性转型滞

后型转变，新疆由显性转型滞后型转变为隐性转型滞后

型。此外，耦合协调类型在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南北

差异，北部省份以隐性转型滞后型为主，而南部省份则

以显性转型滞后型为主。

3）2000—2020年间，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指标中，

人均耕地面积、平均斑块面积对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

合协调性产生负向阻滞作用，但平均斑块面积的负向阻

滞作用更强。土地垦殖率、斑块密度、边缘密度、耕地

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对耦合协调性产生正向推动作用，

但斑块密度的正向推动作用相对较弱。耕地利用隐性转

型指标中，地均机械总动力、耕地灌溉比例、地均第一

产业产值对显性转型与隐性转型耦合协调性产生负向阻

滞作用，其中地均第一产业产值的负向阻滞作用最为显

著。地均化肥用量、地均农药用量、地均塑料薄膜用量、

地均粮食产量对耦合协调性产生正向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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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ed l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bases for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patter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can shift from one to another, including th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s. It is often required to coordinate the
conflict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use  and  dominant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focused
mainly on their separation. It is still lacking in th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In this stud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proposed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s,
according to the human-earth system theory.  The evaluation index was further  established for  the transitio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was utilized to determin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  in  31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as  also  adopted  to
measu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wo transitions. Additionally, the coordination influence model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  downward  trend  was  found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ultivated land dominant transition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The higher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the agricultural provinces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eastern regions. While the lower levels were the provinces in the southwestern, sou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By  contrast,  an  upward  trend  was  found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recessive  transition  in
China. The higher levels were in the province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nd western inland regions, thu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urrounding provinces. 2) There was a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dominant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s  in  the  study  period.  The  decreasing  provinces  were  in  the  imbalance  stage,  whereas  the
increasing provinces were in the coordination stage. There wa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eading in the east, catching up in the
west, and lagging behind in the middle” .  Furthermo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nine provinces (including Ningxia) was
shifted  from  the  recessive  to  the  dominant  transition  lagging  types.  While  Xinjiang  was  shifted  from  the  dominant  to  the
recessive  transition  lagging  type.  Additionally,  the  northern  provinc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inant  transition  lagging
types, while the southern provinces were the recessive ones. 3) There wa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per capita cultivated land
area,  average patch area,  average total  mechanical  power,  irrigation ratio  of  cultivated land,  and average output  value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dominant and recessive transitions. While the positive
effect  was found in the land reclamation rate,  patch density,  edge density,  propor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atches to landscape
area, average fertilizer input, average pesticide input, average plastic film input, and average grain yield. This finding can offer
practical insight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on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for food security.
Keywords: cultivated land use transi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influenc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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